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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是数据密集型科研环境下政策研究领域一种新兴的方法类研究范式。为推进

该方法的应用实践，对国内外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调研和分析，综述其概念、方法与研究

视角。通过界定概念定义，归纳方法体系，总结梳理应用实践中的5类研究视角及各视角下的研究进展与不

足。研究发现，当前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应用实践主要受限于数据基础、技术方法、跨学科的理论框架，以及

对政策议题和实践需求的认知。未来应重点关注政策大数据平台建设、技术应用与工具研发、理论融合与跨

界合作，以及以需求为导向的应用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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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与分析 ·

政策文本是指因政策活动而产生的文本资料，其

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政策文本特指政府系

统中的政策性文件，即各级政府机关颁布的各类法律、

法规、规章等官方文件；而广义的政策文本则泛指所有

与政策活动相关的记录文本，除上述官方文件外，还包

括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的研究、座谈、咨询、听证、决

议等一系列公文档案，以及政策活动过程中因辩论、演

讲、报道、评论等行为而产生的政策舆情文本等[1-2]。

政策文本能够反映政策规划、记录政策过程，是

政策研究的重要工具。其涉及广泛的领域、独特的语言

特征、复杂的利益网络以及鲜明的政治属性，这使政策

文本研究工作兼具价值性与困难性。传统的定性解读

方法能够深入揭示政策文本的价值内涵、意识形态、

权力结构等，但这种解读主观性较强，并且依赖高昂的

人力成本，在处理大规模政策文本时显得尤为乏力。伴

随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的快速兴起与政策数据的爆炸

性增长，政策研究迫切需要在定量分析方向上寻求新

突破。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学科间的交叉融

合推动统计学、文献计量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的

技术方法被迁移应用于政策文本分析，拓展了政策研

究范式[3]，推动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蓬勃发展。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既是多学科交叉融合衍生的新

兴研究领域，更是不同领域技术方法在政策研究中迁

移、发展、整合形成的方法类研究范式 [4-5]，其核心价

值在于以政策文本量化数据为依托，走出文本，与实践

“对话”[6]。当前，政策文本量化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

领域的政策分析，梳理其研究进展有利于指导该方法

的应用实践。因此，本文对国内外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

相关文献进行系统调研和分析，界定其概念术语，归纳

其方法体系，总结梳理研究实践中的重要研究视角及

各视角下的研究进展和难点，并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

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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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分别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

中以“政策计量”“政策文本计算”“政策文本量

化”“政策文本挖掘”“政策文本分析”“政策信

息学”等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获取中文文献；

在Web of Science、Scopus、Google Scholar等数据

库中以“Policy/Political”和“Text-as-data”“Text* 
Analysis”“Automati* Analysis”“Text Mining”“Content 
Analysis”“Quantitative Analysis”“Quantificat*”等

为主题词进行组合检索，获取外文文献。通过人工筛选

剔除其中的无关文献，并根据引文网络追溯补充部分漏

选文献，最终选取630篇（中文文献255篇、外文文献375
篇）代表性文献构成研究数据集。检索时间为2023年 
12月5日。

1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概念界定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领域目前存在概念界限模糊不

清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在名词术语的使用方面尚未达成

一致。相关文献中的英文表述多种多样，如“automatic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for polit ical texts”[7]、

“computer-assisted text analysis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8]、“using text as data in policy analysis”[9]、

“quantitative political science”[10]等，其中“Policy 
Informatics”（政策信息学）这一学科概念于2008年
提出。与之相关常见的中文术语主要包括政策文献计

量、政策文本计算、政策计量、政策文本分析、政策信

息学等。本文界定的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相关概念如图1
所示。

“政策文献计量”由李江等[11]于2015年正式提出，

是文献计量学结合统计学、数学等学科方法在政策文

献领域的迁移与发展，聚焦于政策文献结构属性的量

化分析。“政策文本计算”由裴雷等[1]依据国外研究提

出，主张综合应用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

从政策文本到政治语义的计算分析框架，从而实现政

策文本的自动识别与处理。“政策计量”比前两者的外

延更广，通常用于指代基于计量学方法对政策文本开

展的各项研究，既包含文献特征的计量分析，也包含文

本内容的量化计算[12]；不过也有少数学者提出“政策计

量”还应包含对政策效果的测量[13]。“政策文本量化研

究”则更突出方法论属性，被认为是一类研究范式与

分析视角[14]，强调运用不同量化方法对政策文本的内

外部特征进行处理和分析，挖掘出隐藏在政策文献中

的信息与知识。目前“政策文本分析”一词出现频率最

高，其内涵更加宽泛，即研究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和学科

背景出发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分析，既包含定量分析，

也包含定性分析。“政策信息学”则是信息科学在政策

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而衍生出的一门交叉性学科：以

政策相关的海量多源异构数据为研究对象，综合利用

多学科技术方法进行知识挖掘和知识发现研究，以便

更好地理解和解决政策问题[15]。

本文致力于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通过量化分析方

法对政策文本开展的相关研究工作，因此选用了“政策

文本量化研究”这一表述，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应用各

类定量或量化方法对政策文本的内外部特征进行量化

处理与分析，从而挖掘政策文本潜在信息和隐含知识

的政策研究方法。

2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方法体系

政策文本量化的本质在于将非结构化的政策文本

转换成计算机可处理的结构化数据[3]，从而实现对政策

文本集的计算机辅助分析。从数据转化的方式来看，政

策文本量化研究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计量法、内

容分析法和文本挖掘法三大类，如表1所示。

2.1　 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继承了计量学领域的学科范式，着眼

于对文本结构要素的统计分析。与期刊论文相比，政策

文件（狭义政策文本）的结构要素组成有其特殊性，不

具备作者、关键词等要素，一般包括标题、发文机关、

图1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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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字号、成文日期、文种类型等；而政策舆情等广义

政策文本的结构要素往往并不明确，需要研究者自主

整理、设计其数据字段。政策研究中文献计量法通常用

于获取政策文献在时间、类型、发文机关等方面的分布

概况与分布规律。具体分析方法包括频次统计、共词分

析、网络分析等：频次统计主要用于展现和描述政策集

的基本情况、整体特征和演进趋势，如政策的数量变

化、地区分布、类型分布等；共词分析可以在提取政策

文本关键词、主题词的基础上探索其共现关系，从而归

纳梳理领域政策的重要主题及主题变迁；网络分析多

用于厘清政策活动中多元主客体的相关关系与关系特

征，有时也用于呈现不同政策文本的扩散网络或不同

政策主题的关系网络等。

文献计量法能够提供较为客观的统计描述，适用

于分析政策的宏观情况和发展趋势，但其对文本的结

构化程度有一定要求，并且无法分析文本的深层语义，

因此难以满足精细化的政策研究需求，通常需要与其

他方法结合使用。也有学者尝试探讨文献计量法在政

策领域的创新，如李江等 [11]根据文献计量法中的引文

分析提出了研究政策文件行政影响力的“政策参照分

析”方法。

2.2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发端于传播学，后被广泛应用于各种

社会科学研究 [16]，其中心思路是定义反映词汇与语义

映射关系的知识单元和编码体系。一般流程包括：确定

研究目标、抽取研究样本、设计分析框架与编码方案、

开展文本编码与统计分析，最终完成分析结果的解释

与验证。其中，在编码阶段需要着重关注编码的信度检

验。NVivo、QDA Miner等文本分析工具的出现助推了

人工编码向机器辅助编码和机器自动编码的跨越。政

策研究中，在确保分析框架与编码类目合理性的基础

上，研究者可灵活设置分析单元来提取政策文本的内

在特征及其变化，深入把握政策意图与政策变迁，常见

的研究内容有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措施等，例如

雷鸿竹等[17]基于政策主体理论、政策工具理论以及生

命周期理论设计了中国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的“主

体—工具—周期”三维分析框架及其编码表。

内容分析法加强了对语义信息的利用，并且支持结

构化研究，兼具程序性与灵活性，可操作性强，适用范

围广，可深入解析政策文本的内在特征；但在内容编码

等环节仍然依赖人工操作，受主观性影响较大，且其

人力成本与操作难度随数据量的增加而不断增长[1,3]，

难以处理大样本的政策文本集。部分政策研究者尝试

降低内容分析法的人力成本，例如Haselmayer等[18]在

分析政策舆情文本时，结合众包编码构建政治情绪词

典，众包方法有效提升了编码效率而政治词典提供了可

复用性；也有研究者尝试提高内容分析法在政策问题

研究方面的结果准确度，例如Lowe等[19]在构建政策立

场量表时引入了用于位置估计的logit函数，以提供更可

靠的政策立场衡量标准。

2.3　 文本挖掘法

文本挖掘法是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领域的新兴

技术，需要提取特征、构建模型，开展对海量文本数

据的自动化分析，从而挖掘其中的隐含规律。在政策

研究中可用于实现大规模政策文本的批量处理，以及

对政策主题、政治倾向、政策立场、政策情感等内隐

信息的语义分析与知识挖掘。常见的文本挖掘任务包

括信息抽取、主题分析、文本分类等：信息抽取能够

识别和提取政策文本中的各类命名实体、关系、事件

等信息，相关模型有UIE、BERT、BiLSTM-CRF等，例

如赵洪等 [20]应用卷积和BiLSTM-CRF模型实现了政

府公文的知识抽取；主题分析常用于快速提炼政策文

本中的重要主题，常见的主题模型包括LSA、NMF、
LDA等，例如杨慧等 [21]采用LDA模型挖掘并比较了

表1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 相关学科 基本思想 研究层次 常见研究内容 常用工具

文献计量法 计量学 对文本结构要素进行计量分析 外部属性
政策时间分布、类型分布、机构分布

等方面的分布概况与分布规律
Excel、SPSS、

CiteSpace

内容分析法
传播学等社会 

科学
构建分析框架、定义分析单元、 

制定编码标准
内容特征

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措施等方
面的分布特征与演进趋势

NVivo、QDA 
Miner、ATLAS.ti

文本挖掘法
机器学习、数据

挖掘等
应用机器学习等技术从大量文本数

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潜在语义

政策主题、政策立场、政策情感等
方面的语义分析与知识挖掘

Python、OpenNL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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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气候政策的热门主题；文本分类能根据一定的

分类体系或标准开展政策文本的自动分类，可用于主

题分类、情感分析等研究，经典模型包括TextCNN、

DCNN、RCNN等，例如胡吉明等[22]构建了融合CNN、
BiLSTM、Attention机制的政策文本分类模型。

文本挖掘法能够借助计算机快速处理海量文本数

据、深度解析政策语义特征，适用于深入挖掘大规模

政策文本集的隐含知识，此外依托信息技术的不断进

步，其应用边界持续拓展，为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发展

注入了巨大潜力，但在具体应用中也存在技术门槛较

高、模型存在固有局限、分析结果可能缺乏可解释性等

问题。研究者们正在积极推进文本挖掘法在政策研究

领域的改良改进，例如：李菁哲[23]将依存句法分析应用

于政策文本主题识别，加强了识别结果的语义解释性；

沈自强等[24]应用TextRank和TF-IDF算法提取政策关

键词，将其与政策标题融合输入BERT模型，提高了政

策文本自动分类的准确率。

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和文本挖掘法共同构建

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方法体系，从外部属性到内容

特征再到潜在语义，其研究层次渐进深入、研究边界逐

步拓展，总体呈现出大样本、细粒度、专业化、精细化、

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3类方法各有其适用性和

局限性，相关学者正在积极推进不同方法在政策研究

中的改良创新，在具体实践中，研究者通常会综合应用

多种分析方法来开展对政策文本的多维分析。此外，尽

管各类自动文本分析技术具有高效、便捷等优点，但是

无法完全取代人工分析，在实践中应当坚持定量方法

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科学测量与个人经验相统一。

3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是研究者开展研究工作的切入点，总结

梳理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指导政策文本量化方

法的应用实践。本质上，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以政策为

中心，以政策文本为起点，探索政策及其关联要素的分

布与联系。公共管理学领域的政策系统理论指出，政策

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与政策活动中的其他要素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是政策

系统[25-26]。本文在参考相关概念和梳理数据集的基础

上，将政策系统界定为由政策文本、政策主体、政策客

体、政策过程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

体。综合考虑政策系统的组成要素与政策文本量化研

究的方法论属性，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研究视角归

纳为以下5类，分别进行阐述。

3.1　 政策文本的分析与评价

政策文本是政策活动的直接产物，也是政策文本

量化研究的根本立足点。这一视角聚焦于政策文本，

着重对文本信息的分析与评价，主要包括两大类研究

工作。

（1）政策文本的特征分析，广泛覆盖了政策文本

的结构特征、内容特征以及语义特征，旨在全面掌握政

策多维特征的分布特点与分布规律。①结构特征研究

关注政策文本的外部结构要素，具体包括政策的时间

序列分布、类型分布、机构分布、地区分布等，例如黄

如花等[27]统计了中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时间分

布、机构分布和类型分布，从而分析其演变阶段、发文

主体以及政策效力水平。②内容特征研究注重分析政

策文本的显性信息和实质性内容，包括政策工具、政

策目标、政策措施等。其中，政策工具研究是政策文

本量化研究的热点，旨在探究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所

运用的手段与方法 [28]，如Huang等 [29]构建了中国核能

政策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网络，并结合结构洞理

论识别其中的核心政策工具。③语义特征研究则深入

解析政策文本的语义信息和逻辑结构[5]，揭示其中潜

在的语义内涵与关联规则，常见研究内容包括政策立

场、政策情感、政治倾向、意识形态、主题分布等，例

如：Ceron等 [30]通过情感分析判断选民的投票意向；

Wu等 [31]分析了微博用户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

情绪态度；杨慧等 [21]研究了国际气候政策文件的主题

分布情况。

（2）政策文本的量化评价，多为对官方政策文件

的评价，需要设计评价维度、评价指标、评价体系等，

并应用文本量化方法获取目标变量，如政策工具、政

策效力、政策协同等。部分学者单纯基于选定维度的

特征分布情况，分析政策的不足之处。也有部分学者详

细构建评价量表与评价准则，计算政策的指标得分。彭

纪生等[32]提供了一套政策量化评价流程，在学界得到

了广泛应用，并被视为政策量化评价从主观转向客观

的标志[15]；Estrada[33]提出的PMC模型则提供了另一种

政策量化评价思路，该模型要求全面考虑变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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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对其数量与权重设限，这一方法同样受到了广泛认

可，许多研究者结合不同领域政策的内容特点，构建了

相应主题的PMC评价指标体系[34-36]。此外，还有部分

研究者尝试进一步提升评价结果的精确性，如：王进富

等[36]将神经网络理论中的自编码技术引入PMC模型，

用于呈现不同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马海群等[37]基于

S-CAD政策分析法构建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

权TOPSIS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政策相对贴近度，以

提高政策评价的客观性。

政策文本的分析与评价是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工作

常见的研究视角，致力于开展对政策文本多层次、多维

度、多粒度的特征识别与分析，以把握或评述政策文

本的基本情况。从特征分析到量化评价，研究者广泛开

展了面向政策文本的由表及里、由浅至深的全面性研

究。其中，文本特征的提取直接依赖政策文本量化方法

的应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的成熟发展为政策

结构特征与内容特征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处理基

础；文本挖掘法方兴未艾，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

为政策资源的语义挖掘开辟了广阔天地，但已有研究

集中对政策文本语义内涵和语义分布进行揭示，今后还

需加强深度语义层面的内容结构和功能逻辑分析[5]。同

时，政策文本的定量评价日趋流行，被广泛应用于各领

域的政策评价工作，但这种定量评价同样考验研究者

的知识基础与政策认知。只有对目标政策的发展特点、

运行机制等方面具有深刻认识，才能保障评价指标的

合理性、充分性与适用性。此外，当前不少研究仅聚焦

领域政策的部分特征开展针对性评价，全面性、系统性

的政策文本评价工作相对缺乏。

3.2　 政策主体的合作与博弈

政策文本的形成离不开政策主体间的合作与博

弈[15]，政策主体是指在政策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政策过程及结果的行为者，分为官方主体和非官方主

体。官方主体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

非官方主体包括政党、公民、智库、利益集团、大众传

媒等[26]，二者在政策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而相

关研究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

（1）官方主体。官方主体在政策系统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因此研究者主要关注发文机关的府际关系，

分析其合作、交流、差异、协同等，如：黄萃等 [38]研究

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府际关系合作演进历程；姜玲

等[39]、刘晓燕等[40]分别从政策差异与协同、政策扩散

与执行的角度研究了府际网络的结构特征。

（2）非官方主体。非官方主体通过报道、评论、

咨询、游说等途径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因此相

关研究侧重于审视非官方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政治行

为和利益博弈，探究其行为逻辑、利益诉求、实际影

响力等，例如Boussalis等[41]、Farrell[42]、Supran等[43]、

Boykoff等[44]在气候政策领域分别研究了保守派智库、

企业、埃克森美孚公司（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

商）以及美国权威媒体对气候怀疑论的影响作用。

（3）官方主体与非官方主体。也有研究者从系统

角度出发，探讨官方与非官方主体的互动情况、互动机

制等，如Nijamdeen等[45]分析了斯里兰卡红树林共同管

理体制中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机构等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情况。

这一研究视角透过政策文本观察政策活动中的多

元主体网络，分析不同主体的参与情况与参与能力，跟

踪主体间的互动与利益关系，有利于维护政策系统的

平稳运作、辅助政府的科学决策以及构建协同高效的

政府治理机制。现有研究广泛探索了政策系统中不同

主体的行为模式、关系结构、影响作用等，尤其在气候

政策等领域成果颇丰，但对于关系网络的影响因素、作

用机理、动态演化等方面的探析仍然有待深入。今后有

望结合社会网络、复杂网络、深度学习等理论与技术，

加强对主体行为特征的精准刻画，开展对多元主体关

系网络的动态建模与预测研究等。

3.3　 政策客体的变化与发展

政策文本既是政策意图的载体，也是政府治理的

手段，理所应当重视其客体的受影响程度与发展情况。

政策客体是指政策发挥作用的对象，包括政策问题与目

标群体[26]。目前，应用政策文本量化方法的政策客体研

究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

（1）文本间的对比分析，通过比较研究政策文本

与政策客体相关文本在主题、结构、时序等方面的分布

情况，分析政策客体受政策活动的影响及其实际变化。

如梁继文等[46]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通过对比分析政策文

本和论文文本的主题分布情况，探究了政策对科研选

题的影响。此类研究的分析结果较为直观，但研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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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为苛刻，要求政策客体的部分发展情况能以文本形式

（如访谈资料、学术论文、专利文本等）呈现，因此研究

范围相对狭窄。

（2）数据间的关联分析，将政策文本与政策客体

的有关数据联系起来，分析客体发展与文本内容之间

的关联。此方法的应用范围更加宽泛，但需要研究者设

法缩小多模态数据的语义鸿沟与结构鸿沟，达成数据

一致性，例如：Ekstrom等[47]对特定地区海洋管理领域

的法律法规进行文本编码并构建共现矩阵，同时建立

相应地区生态系统的概念模型，将模型中的实体关系

与文本的共现矩阵相比较，从而评估管理制度与实际

的生态系统管理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傅巧灵等[48]分

别构建了普惠金融政策评分和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计

算公式，测量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普惠金融政策得

分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而后建立其中介效应模型，从

而分析普惠金融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政策效果、政策客体的发展情况向来是政策研究

领域的重要议题，但传统研究多为定性解读，当前只有

少数学者尝试结合政策文本量化方法开展政策客体分

析。将政策文本量化数据与政策客体特征相联系，实现

特征融合，是这一研究视角下的重要突破口，而具体数

据处理过程还将面临语义对齐、模态对齐、特征表示等

诸多难题，需要研究者兼具政策领悟能力与技术分析

能力，同时也需要学界积极推进数据融合等技术算法

的创新发展。

3.4　 政策过程的解密与推理

政策过程体现了政策活动的生命周期，涵盖了政

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督、终结等阶段，包含了丰富

的政策研究命题 [26]。在政策科学领域，政策文本研究

被认为是一种“黑箱”技术 [49]，是探查政治机器内部

结构的工具，是研究者“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手段，因

此政策文本量化方法有助于发掘政策过程中的一般性 
规律[50]。

（1）政策扩散。政策扩散是指政策从一个地区或

部门扩散到另一地区或部门并被其采纳推行的过程。

有学者应用政策文本量化方法开展了领域政策扩散机

制、扩散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如江雨薇等 [51]应用LDA
模型挖掘政策主题并计算主题相似度，分析了我国破

除“唯论文”政策的扩散特征；还有一些学者，如张剑

等[52]、裴雷等[53]基于政策文本量化数据，提出了政策扩

散的一系列测度指标。

（2）网络政策传播。政策扩散专指政府系统中官

方文件的扩散，而也有研究者探索了各类政策文本在

社交媒体等平台上的传播态势，例如：雷甜等[54]以浙江

省“五水共治”政策为例，通过统计分析、主题挖掘、

情感分析以及网络可视化分析，探索社交媒体中公共政

策的传播机制；Dai等[55]则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和语义网

络，分析了新冠疫情防控“新十条”相关微博博文传播

与舆论生成格局。

（3）政策协同。政策协同是指政策系统内部各要

素以及政策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产生政

策合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56]。不少学者以

文本量化为手段开展对政策协同的测量与评估，例如

Boonekamp[57]制定了政策措施协同的研究框架；彭纪

生等[32]构建了政策目标协同和政策措施协同的计量模

型，该模型后被其他研究者广泛参考，应用于多个领域

的政策协同度计算[58-60]。

（4）政策执行、政府注意力分配、政治语言等方面

的研究。例如：张国兴等[61]从政策关注点、政策主题、

政策强度、政策关联度等维度量化分析政策属性对政

策执行的影响；原珂等[62]从目标设置、目标期限、执行

程序等8个方面设计政策文本弹性度指标，测量政策执

行弹性度；张海柱[63]、郭高晶等[64]分别研究了中国海洋

事务管理和上海自贸试验区相关政策文本背后的政府

注意力配置问题；Bonikowski等[65]考察了美国总统大

选候选人演讲文稿中的民粹主义话语策略及其影响因

素；Slatcher等[66]则研究了候选人语言风格与其人格特

征的联系。

政策过程的解密与推理这一视角的研究依据政策

文本解密政策过程，为政策科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

条新道路。该视角研究的重点在于厘清因果链条和逻

辑链条，实现政策文本内容与政策过程各环节的衔接。

现有研究已尝试向前追溯政策制定、向后推测政策执

行，将政策文本量化方法应用于政策协同、政策扩散、

政策执行等诸多议题的讨论，但与政策科学的广阔外

延相比，仍然存在大片研究空间等待开发。研究者既需

要加强问题意识，洞察实践需求，有效融合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探索多元化的政策研究

议题，也需要积极推进政策文本关联挖掘、结构功能

识别等方面的技术发展，为政策过程研究提供有力的

技术支持。



18 2024年第20卷第4期

3.5　 政策环境的影响与作用

政策环境是指影响政策活动的一切条件的总和，

囊括了政策系统周边所有与之相关的因素，包括经济

环境、文化环境、国际环境、自然环境等。政策文本在

政策环境中形成与运行，受到政策环境的塑造、推动、

制约等作用。相关研究致力于立足政策文本，回溯分

析各环境因素对政策活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研究

方向。

（1）纵向分析，即从时间尺度纵向梳理环境变化

对政策活动的影响，侧重于分析政策环境与政策文本

之间的动态关系，如：熊勇清等[67]指出我国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政策的变迁与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密切相关；江

亚洲等[68]研究了新冠疫情期间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

的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组合如何随危机情境发展而变

化；Ishima[69]分析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议会选举改

革与立法会议员就职演说的因果效应。

（2）横向比较，即从空间尺度横向比较同一领

域中环境差异对政策活动的影响，侧重于分析空间

或情境的具体差异及其影响效果，例如：Stier等 [70]以

Facebook和Twitter为例，研究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差异

对政客政治交流策略的影响；张存阳等 [71]在研究中国

数字经济政策的省际差异时，分析阐述了经济、地理等

政策环境因素对政策省际差异的影响。

这一视角的研究将政策文本量化数据与政策环境

因素相联系，旨在探索政策文本的形成原因、揭示环境

因素的影响效果，尤其是面向官方政策文件，有助于理

解政策嬗变的内在逻辑和社会根源，把握政策环境与

政策过程的动态交互，甚至预测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演

进趋势等。然而，政策文本是受多个环境因素综合影响

的复杂产物，已有研究对环境因素的探讨多为面向政

策文本量化数据的解释性分析，缺乏整合政策环境时

空数据的定量分析。今后还需尝试应用数学建模、仿真

模拟等技术，深度揭示各因素的依从关系与影响机制，

解析政策系统的内部逻辑与运作机理，甚至助力复杂

政策决策场景建模[72]、政策推演等政策智能研究。

4　 总结与展望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是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下在定

量方向上开辟的政策分析新道路，是多学科理论方法

在政策文本研究中迁移、发展、融合形成的一种方法

类研究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以文本量化数据为桥梁，

立足政策文本，对话政策实践。为推进该方法的应用，

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和梳理，综述其概念、方法与研究

视角，通过分析各视角下的研究不足与研究难点，发现

政策文本量化方法的应用进展主要受限于4个方面：数

据基础、技术手段、跨学科的理论框架，以及对政策科

学议题和政策实践需求的认知。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设政策专业语料库和政策大数据集成平

台。政策数据是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基础，现有的政

策数据资源体系在数据类型、数据质量、结构化程度等

方面无法满足复杂多样的政策研究需求，尤其是政策

舆情等广义政策文本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自建数

据库，既容易导致人力物力的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精细化的政策研究。因此，为支撑多样化、专业化

的政策分析实践，今后应推动整合政策数据资源，建设

公开规范的领域政策词典、政策文本专业语料库以及

集成多源异构数据的政策大数据平台等，以提高政策

数据的完备性、规范性和可得性，为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2）推动前沿技术的应用与专业工具的研发。尽

管文本挖掘法依托计算机科学前沿技术，为政策文本

量化研究注入了巨大潜力，但当前许多新兴技术在政

策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广泛推广，尤其是政策文本深度语

义层面的关联规则发现、结构功能理解等研究仍然较

为有限，尚且需要进一步迁移应用大数据、深度学习等

领域的前沿技术方法，实现政策数据的复杂计算，加

强对政策资源的智能化处理和知识挖掘，推动政策相

关多模异构数据的融合分析等。同时，由于政策文本的

独特性，现有的技术方法和工具可能难以匹配政策研

究的复杂需求，还需推动研发专门面向政策研究的算

法模型、分析工具等，提高政策研究的效度与精度，拓

展政策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

（3）深化多学科的理论融合和交流合作。政策文

本量化研究面临显著的跨学科挑战，通常需要构建综

合性的研究框架，涉及不同学科理论。从研究问题提出

到数据处理再到结果诠释，各个环节都将考验研究者

的学识储备与经验判断。因此，鼓励研究者积极探索政

治学、情报学、公共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理论方法在政策

文本量化研究实践中的衔接与融合方式，同时也倡导有

关学科专家学者的跨界合作，以期拓宽研究视野、深化

研究议题、夯实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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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以需求为导向的应用拓展。研究方法根

本上服务于研究目标，当前政策文本量化研究部分受限

于研究者对政策议题与实践需求的认知，存在研究工

作与实际需求相脱节的问题。因此，后续的应用拓展应

当以需求为导向、以问题为牵引，紧扣政策目标，深入

政策场景，识别政策与情境的因果联系，从而有效实现

政策文本与政策实践的对话；同时也鼓励研究者与决

策者沟通交流，建立咨询与反馈机制，以便更好地洞察

政策实践需求、检验政策研究成果、辅助政府政策优化

与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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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policy text is an emerging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field of policy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data 
intensive scientific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rveys and analyzes relevant literature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policy tex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s its concepts, method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namely, defining conceptual definitions, 
generalizing methodological systems, summarizing five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s, and elaborating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search 
deficiencies of each perspectiv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this method is mainly limited by data foundation, technical methods,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ognition of policy issues and practical need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y big data 
platforms,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ols,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ies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demand-
oriente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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